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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强调物质空间的设计思维转向面向社会发展需求的治理思维，是国土空间

规划时代重要的转变之一。尤其在当下存量时代，多元而复杂的规划实践问题更需

要用治理思维来解答。基于参与式规划的教学正是这样一种面向治理复杂性的启发

式教学方法，通过与实践问题紧密结合，并创造多层次深入了解利益相关多方想法

的机会，能够培养学生自主发现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增强其沟通与协调能力，

更好地满足时代需求。本文介绍了该教学方法的发展脉络、模式特征和组织流程，

结合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参与式社区设计”课程的教学案例，从课程设计、内容、

评价等多个方面进行解析，力求为我国培养专业人才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Abstract: The paradigm shift from physical space-oriented design thinking to social 
development-oriented governance thinking marks a pivotal transition in the era of spatial 
planning. Particularly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urban regeneration, multi-dimensional and 
complex planning practices increasingly necessitate governance-based solutions. Teaching 
methods grounded in participatory planning offer an innovative approach to addressing 
such governance complexity. By integrating real-world practices with opportunities for in-
depth engagement with diverse stakeholders, this pedagogy cultivates students’ autonomous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while enhancing their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skills 
to better meet contemporary professional demand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 paradigms, and organizational workflows of this pedagogical 
approach.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the “Participatory Community Design” course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its course design, 
teaching cont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s, aiming t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and insight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urban planning professional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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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全国国土空间规

划纲要（2021—2035 年）》，针对行业发展提出了

“加快学科建设，加强规划专业人才培养”“加

强对行业组织指导”“加强创新人才和创新平台建

设”等要求。面对存量时代城乡发展的价值取向、

模式与路径的重大转变，且随着乡村规划、城市

更新、城市设计和城乡精细化管理等内容在城乡

规划体系中的进一步强化，规划的复杂性不断增

加，国土空间规划时代重要的转变之一就是从强

调物理空间的设计思维转向面向社会发展需求的

治理思维 [1-2]。

在新体系下如何调适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

如何加强空间管治能力的培养？这对规划学科人

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在教学内容和

方式改变的基础上，加强解决问题的专业能力培

养，规划除了描绘未来蓝图还要解决现实的治理

问题，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整合各种知识和各种能

力 [3]。然而传统以工程技术型人才培养为核心的

教学方法难以培养学生对实践中治理复杂性的解

析能力，如何将行业变化植入课程体系，是目前

规划教学过程中所面临的新挑战。

基于参与式规划（participatory planning）的

教学是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中心、具有协作特征的

教学方法，以现实项目为基础，通过有效的课程

设计，引导学生探索现实世界的复杂问题，与利

益相关方进行有效沟通并制定规划解决方案。该

方法可以增强学生对城乡治理问题复杂性的理

解。本文介绍了参与式规划教学模式的发展脉

络、模式特征和组织流程，并以新加坡国立大学

的“参与式社区设计”（Participatory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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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课程的教学案例为例，从课程设计、内容、评价等

多个方面进行解析，力求为我国培养专业人才提供有益的参

考和启示。

1  从理性综合模式到面对真实世界复杂性的规划
教学转变

在二战结束后的 20 年里，芝加哥大学规划项目立足于

启蒙认识论，塑造并推出“理性综合的规划模式”[4]，该

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坚信公共生活中存在各种理性的可能，

并依赖于专业知识和客观性，根据“调查—分析—规划”

（survey-analysis-plan）流程为公众制定最佳计划。理性综合

规划模式下的规划教育强调两点 ：一是物质空间设计层面，

多为基于美学原则的表达，由建筑学科传承而来 ；二是技

术层面，更多来自城市研究的相关学科，包括城市地理学、

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以及

分析方法 [5]。

然而，从 1960 年代—1970 年代开始，由于担忧理性规

划模式过分关注手段方法，而忽略了现实世界所面临的复杂

问题，西方的规划模式逐渐转型为“倡导规划模式”、“平等

规划模式”与“沟通和协作式规划”，强调关系建立、协商

对话、政治和权力 [6-8]，对规划实践从技术至上的理性物质性

规划转变为关注社会中多阶层利益，更加强调实践的实际复

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动摇了作为规划中心范式的理性规划

模式 [9-11]。

相应地，规划教育越来越重视体验式和基于实践的学习，

增加了对沟通协作与协调能力的培养，包括如何发起和构建

公共领域的政策议题，以及如何凝聚和形成共识 ；加强了规

划学科与社会科学、人文地理和公共管理学的联系，引入规

划师面临的治理问题，包括应对人口变化（包括人口显著增

长、人口老龄化）、城市拥堵、货物和服务运输低效，确保

充足的能源和水供应，适应气候变化，应对灾害，保护自然

和文化遗产，以及人们日益期望就其社区的变化征求居民的

意见，这些均已成为高校规划课程的重要组成内容 [11-12]。

2  参与式规划教学的理论与组织框架

参与式规划教学强调社会学习的重要性，认为生成学习

是通过协作学习和问题解决而发生的，而对话和协作可以促

进更深入的反思和参与 [13-14]，学习过程以团队协作为核心，

强调与利益相关方的访谈、座谈、实地调查和沟通。其知识

体系教育建构的理论基础为 1980 年代以来不断形成的交往

规划理论（Communicative/Collaborative Planning）[14-16]——

将规划看作一个建立共识并促进社会合作的过程，关注不同

利益相关方诉求，为产权逐渐复杂多元的西方现代规划提供

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沟通式规划模式的知识体系建构，

在理性综合规划模式注重“设计”和“技术”的基础上强调

“展示沟通”，增加了对沟通协作与协调能力的培养，包括

如何发起和构建公共领域的政策议题，以及如何凝聚和形成

共识。

因此，参与式规划教学具有如下特征 [13] ：第一，以交

往理性为理论基础组织教学实践，帮助学生理解复杂治理问

题（wicked problem）；第二，强调规划决策的过程导向，关

注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并重视沟通环境与沟通方式

（environment and manner）的设置；第三，强调以现场观察

和用户视角制定规划方案，与规划参与者交流，进行深入的

沟通、践行、协商，并形塑价值观（value）。

在课程组织上，通常以“理解复杂治理问题—基于沟通

环境提出合理方案—从规划参与者视角评估方案”三个阶段

为组织流程，相对而言，理性综合模式下的规划教学更强调

“解决问题”阶段的能力培养，而参与式规划教学着重补充

在全过程中“复杂治理问题的理解能力”和“交往与沟通能

力”的培养，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核心在于面对现

实的复杂问题，专注于解决规划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挑战，

以确保规划方案的可行性和可实施性（图 1）。其核心能力

培养模式如下。

第一阶段，通过与利益相关方的互动，加深学生对复杂

治理问题的理解。这里所说的复杂问题，是指那些难以清晰

界定、难以通过单一方案加以解决，并涉及多方利益主体且

具有较强不确定性的问题 [17]。其组织特点在于：（1）以项目

制和基于现实问题的学习，进行职业技能仿真实践的培养。

选择扎根于真实世界的项目，可以是真题，也可以是项目的

可行性研究。即使项目内容是虚构的，地段也必须是真实的，

学生需要探索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条件、背景和相关法律法规。

（2）核心是与利益相关方进行互动，且这些利益相关方愿

意与学生分享他们的观点和经验。这包括反思场所和空间建

设中涉及的不同利益相关方，当地流程、规则和法规，以及

在城市规划和开发的决策过程中并非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平等

的现实，以训练其理解实际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更好

地理解规划专业的实际运作和现实挑战。

第二阶段，以小组协作为核心，以讨论的形式对复杂问

题进行创造性思考，在观点交流中强化个体认知发展。其组

织特点在于：（1）导师团的角色并非传统的知识授予者，而

更像以学生为中心的独立学习过程的促进者；不会教授太多

正式的内容，而是安排一系列相关讲座，培养学生独立学习

与思考能力。最核心的是引导学生不回避问题和学会提问，

培养其对现实治理问题进行多角度分析的能力。（2）鼓励学

生以团队协作的形式对复杂问题进行创造性思考。通常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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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4~8 名学生）共同完成项目。在教学活动的总体指导框

架内设置较小的团体分组，与课程导师和客座讲师进行非正

式互动，可促进学生更频繁地讨论、反馈和互动，通过小组

和非结构化互动进行较小规模的学习，培养学生的解决问题

和团队合作的能力 [18]。

第三阶段，对用户以及利益相关方进行汇报和展示，获

取来自真正规划使用者的反馈意见。形成性和反思性的学习

主要分为两种形式 ：（1）来自同伴和教师的反馈和评估——

教学团队需要提供大量反馈，并促进学生进行讨论、反思和

自主学习；（2）面对用户以及利益相关方进行汇报和展示，

获取来自外部的非正式反馈，报告包括问题陈述、潜在解决

方案分析 / 场景的开发、分析和建议，其成果特征具有跨学

科和包容的特性，通常基于现状，代表调研对象的集体愿景。

过程中帮助学生发展专业实践所需的一些软性技能，比如与

非专业人士的沟通能力和汇报能力等 [18]。

3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参与式社区设计”课程案例

3.1  课程设置
新加坡国立大学城市规划硕士（MUP）为期两年的全日

制项目，其教学内容主要围绕社会参与、可持续发展、高密

度城市环境以及技术与数据驱动的规划方法等方面展开。其

中，社会参与是重点培养方向，通过参与式规划相关课程群

来实现，包括在参与式社区设计、城市规划定性方法、社区

发展研究方法、城市空间表现、描绘和观察发展等具体课程

中穿插相应教学模块开展教学。这些课程在社会参与维度

上的总体教学目标是增强对不同主体的需求和愿望的敏感

度，并认识到与社区互动需要规划师扮演多重角色，如倡导

者（advocate）、促进者（facilitator）和组织者（moderator），

影响社会并改善人民的生活。

其中，“参与式社区设计”（Participatory Community 

Design）为该方向培养中的核心课程——授课内容包括全球

和新加坡参与式规划的简史，参与式规划和设计的好处、挑

战和方法，社区参与式规划项目实践；教学方式包括讲座、

实践活动和实地考察，以“理解复杂治理问题—基于沟通环

境提出合理方案—从规划参与者视角评估方案”三个阶段进

行课程组织。以其中一学年为例，教学内容以新加坡建屋发

展局（HDB）在伍德格罗夫（Woodgrove）的“邻舍重建计

划”（NRP: Neighbourhood Renewal Programme）项目为基础

（图 2），由学生、教学团队与社区居民、市议会官员、社区

基层工作委员会成员和享誉业内的非营利组织 P!D 一起开展

参与式社区规划学习，以达到三项教学目标：（1）了解亚洲

语境下参与式社区规划和设计的理论、实践及其应用的背景；

（2）了解参与式社区规划面对的治理问题复杂性；（3）了解

参与式规划设计在实践应用中经常使用的方法和工具。

其过程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教学组织 ：（1）多主体多场景

教学，以实践项目作为校外课堂，协助推进互动式课程的开

展，并有效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趣味性；（2）多形式互

动，通过步行对话、参与式工作坊、社区弹出式设计市场等

教学活动组织，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有效互动，进行信息收集

与问题反馈，提升学生对复杂现实问题的理解能力；（3）多

层面反馈，专业评价与社会评价相结合，通过结合非专业人

员（利益相关方）意见反馈与导师团专业建议进行修改，形

成满足社会需求并兼具专业规划能力的规划方案，提升学生

理解和解决治理问题的能力。

3.2  教学方式
将教学目标与真实项目紧密结合，进行教学活动安排，

分为三个阶段（图 3）。

图 1  基于参与式规划的教学组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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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参与式社区设计”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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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邻舍重建计划”项目平面图与重要节点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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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首先安排专题讲座“参与式规划的方法与技

术”“新加坡参与式社区规划的简史和模式”，让学生进行理

论知识的学习 ；然后进行社区实地调查，将学生进行分组，

并邀请利益相关方与各小组进行交流，针对不同人群安排相

应的教学活动：（1）与社区居民进行“步行交谈”（图 4），
并设置问题收集“社区公告板”，让居民分享看法 ；（2）对

市议会成员进行专家访谈（表 1）；（3）与社区基层工作委

员会成员举行“利益相关方工作坊”，了解规划开发过程中

来自工作委员会和基层的技术挑战和想法 ；之后，对收集到

的信息进行数据可视化分析，围绕听取的意见展开讨论，进

行整理反思，分析统计社区利益相关方对不同改造点的需求

及理想设计方案等意愿度，总结现状问题，并使用可视化图

表来绘制问题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因果关系。

第二阶段，邀请相关从业人员进行社区参与式改造案例

分享，并与课程导师共同对各小组进行指导，通过 Google 

Docs© 协助学生制定社区更新方案；安排教学活动促进不同

利益相关方讨论，从而更全面地理解价值观和问题，并鼓励

学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比如与社区居民、基层工作委员会

成员、市议会成员进行“社区视觉工作坊”，共同针对社区

改造方案开发进行头脑风暴，就“社区弹出式设计市场”进

行快闪式的社区意见收集，通过非正式谈话和简单的投票活

动听取居民的意见，了解社区内可以改善的地方和可能缺乏

的公共设施，并了解居民对邻里的愿景和期望。

第三阶段，首先进行方案的内部评估（在整体评估机制

中占比 80%），即教学组结合课程教学目标及其成果要求，

针对学生方案的第一、二阶段性内容进行评估。在第一阶段

“认识问题”中，从方案中重点提取分析问题的广度和深度

以及与利益相关方有效互动两方面，评估学生小组对伍德格

罗夫社区内现存复杂问题的认识程度，并将第一阶段内容完

成度评为 A、B、C、D 四档，该项在整体评估机制中占比

40% ；在第二阶段“解决问题”中，从伍德格罗夫社区复杂

性问题解决程度，方案实际可行性分析和与利益相关方有效

互动三方面，评估学生小组团队协作能力和相关专业知识运

用能力，并将第二阶段内容完成度评为 A、B、C、D 四档，
图 4  与社区居民在波克区进行的步行交谈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9] 

表 1  专家访谈问题大纲

类别 访谈问题

环境 1. 您能与我们分享更多关于居住在林邦（Limbang）的居民和利益相关方的信息吗？

2. 您能否向我们详细介绍迄今为止您遇到的需求、问题和机遇？

3. 您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您过去与居民接触的经历，或者您参与过的一个需要社区参与的项目？能否分享一些故事？

愿景 4. 在社区参与方面，您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实现您的哪些个人目标／梦想？

5. 您希望参与过程能带来哪些不同？为什么？

6. 您希望参与过程如何为您的工作做出积极贡献？

7. 在不同的居民中，您希望该项目能使哪些个人或群体更直接地受益或更积极地参与？

8. 在处理这个项目时，您认为最重要的方面是什么？

改变的潜力 9. 您将面临哪些重大机遇和挑战？

10. 当我们在这里建立社区时，您预计我们会遇到哪些最大的挑战？

11. 您能否向我们大致介绍一下您目前在管理组屋公共空间方面面临的一些较大挑战？

12. 对于伍德格罗夫，您希望保留和改变的是什么？

总体展望 /

对过程的认知

13. 当您想到“社区参与”一词时，它对您意味着什么 ?

14. 作为伍德格罗夫经理，什么是成功的社区参与？这方面的范例是怎样的？

15. 如果参与部分不是框架的一部分，您会如何处理这个项目？过程会是怎样的？

资源 16. 除了社区基层领袖（GRLs: Grassroots Leaders），您认为还有哪些居民／社区成员有兴趣参与这个项目？

17. 您希望如何在项目的这一阶段发挥作用？（观察、参与、在研讨会上就可行性和其他设计方面提供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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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在整体评估机制中占比 40%。内部评估结果由教学组

反馈意见给学生，修改后以“门对门邮寄”和“社区电梯海

报”的形式，获取来自居民的反馈，然后邀请利益相关方对

方案进行评估（该项在整体评估机制中占比 20%），最后再

进行课程成果的展示。

相关的比较性研究表明，通过协作和治理的角度进行规

划教学，而不是采取脱离具体情境的通用化解决问题办法，

同时更广泛和更密集地使用现场教育方法（如现场访谈、焦

点小组研究和参与性座谈会）与受规划决策影响的利益相关

方进行互动 [20]，可以引起学生更大的兴趣，并培养规划系学

生更好地适应现实世界的环境和挑战，以让学生理解新的、

不确定的或独特的情况 [21]。

4  对我国的启示：存量时代面向城市治理复杂性
的规划教育

4.1  对复杂治理问题的理解、沟通与分析能力
我国城市空间的建设重点正在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提升转

移，城市问题也变得多元而复杂，随着规划工作从追求理想

蓝图向动态实施转变，仅仅依靠工程思维难以应对。在规划

学科传统的设计、研究等专业技能培养基础上，应进一步培

养学生对复杂治理问题的理解能力，包括理解中央和地方在

城乡规划及其他公共政策领域的过程逻辑，理解权力和制度

环境如何影响规划实践，从而能够在治理视域下系统性地建

构和分析政策问题 [22]。

规划教学的难点在于如何让经过工科思维训练的学生理

解现实治理问题的复杂性，具体而言，需要引导学生从以概

念和理想方案为主的知识认知，转向面向真实情境的项目实

践，理解规划从问题界定、方案构思到协作实施的完整过程。

同时，还需在理论学习目标与利益相关方需求之间进行平衡，

使学生意识到不能脱离现实条件盲目追求理想蓝图的“高大

上”，进而改变当前规划中现状调查不清、对现状尊重不够、

与实施脱节的弊端。从学科背景看，我国规划教育多起源于

土木工程和建筑学体系，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性。尽管

城市规划作为公共政策的重要工具已达成广泛共识，但我国

现行规划课程仍侧重于技术工程和物理空间设计领域，受工

程视角的影响比较大。虽然 1980 年代末以来社会科学已被

纳入规划教学课程，但对学生沟通和理解复杂问题能力的培

养仍然相对薄弱。参与式规划在我国规划教学中虽有一定涉

及，尤其在社区规划相关课程涌现出与在地社区联动的优秀

教学案例，但目前在整个培养体系中所受重视程度还很不够。

很多学校的相关课程在培养方案中理论课仅占 2 个学分，未

能分配到相应的实践课时，成为课程的建设瓶颈。

在规划教学过程中，应补充对复杂治理问题的理解、沟

通与分析能力的培养。在详尽前期调研并与利益相关方多次

沟通的基础上，可以进行问题范围界定与分析。例如：关注

“规划过程中多元主体和客体互动”，以及具体问题中的“界

定各参与方边界”“责任的模糊性”“各参与方形成的关系与

秩序”，从而识别和应对变化，主动提出问题，适应越来越

复杂的形势。

4.2  权衡多方诉求的协调与引导规划有效实施的能力
存量时代规划方法也正在由技术理性转向同时注重沟

通协商，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制度、合作、协同等方面的实质

性问题，进而促进规划的有效实施。对沟通与协调能力的培

养包括以下几点：利用适当的媒介和渠道有效获取并传递信

息；通过积极聆听、协商和调解，与各类人员有效互动；促

进不同利益相关群体之间开放平等的对话，有效推动共识的

形成；在规划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灵活处理多元社会力量的复

杂关系。

规划教学组织可以强调与用户以及利益相关方进行沟

通，培养未来规划师权衡多方诉求的、协调与引导规划有效

实施的能力。通过主题选择和课程组织进行专题训练，允许

课堂更加多样化，并引入其他学科的观点，能让学生在未来

工作中更好地进行多专业协作。立足具体的人群需求和社会

经济发展的真实需求来编制规划，并进行行动方案的沟通，

使规划方案更容易被多元群体接受，尤其适用于社区规划和

乡村规划等扎根于地方复杂情况的教学工作。为我国规划大

类下的新兴社会角色需求培养高水平人才，如城市更新建设

与街区精细化治理背景下的社区规划师 [23]，乡村振兴背景下

乡村陪伴式规划等。

5  结语

我国的规划模式随着“基层治理创新”“国土空间规划”

等一系列制度和行业改革而进一步发展。孙施文认为规划是

一个连续循环的治理过程，要把规划制定和实施有机地结合

起来，在应对现实复杂问题中不断调整发展目标、空间目标、

工作目标及其与行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提出从城市实际运

行和治理需求角度，应当建立“谋划有限且共识的目标”“制

订具体且渐进的任务”“确定尽可能清晰的行动”的规划逻

辑框架 [24]。进而对人才培养的多元化（涵盖知识结构、能力

结构等）提出要求，反过来影响专业教学的中心对治理维度

的调整。需要从人的需求出发，以社会真实问题视角剖析城

市空间治理的底层逻辑。在规划体系的供给端，搭建起市民

和市场诉求的“上行”通道，通过规划师、政府、社会、市

场之间的多层次、多主体、多目标的微观博弈活动，达到规

划对市场与社会动力的有效响应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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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参与式规划的教学，以“理解复杂治理问题—基于

沟通环境提出合理方案—从规划参与者视角评估方案”三个

阶段为组织流程，能够培养学生自主发现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使其与真实的社会需求和挑战接轨；启发学生对规划过程中

治理问题的思考，促进讨论，从而更全面地理解现实复杂问

题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同时，旨在通过对方法和策略的研

究，以行动实现以改进为导向的目标并促进合作。该教学方

法尤其需要应用于社区和乡村规划等实践应用课程，培养学

生的协作能力、沟通能力、与利益相关方共创的能力，提升

处理复杂治理问题和建构实践认知体系的能力，以应对越来

越复杂社会环境下的规划命题。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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